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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及领域拓展＊

张 玉 友　　应 添 翼

［摘　要］作为环境史的重要领域，中东环境史在近十余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重要进展，

使得中东史研究中出现了环境转向。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建立在中东史与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后相

互结合的需求之上，是当前中东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向。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牧业生态问题、自然资源管理

与利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能源开发、殖民帝国科学知识输入与中东本土知识等主题。这些研究议题旨

在借助环境史这一新史学视野重新理解与构建中东史，对中东世界从兴起到衰弱的传统宏观叙事进行深

入阐释与探析，并注重结合殖民主义对中东环境的影响，考察现当代中东国家的形成道路，以及纠正长期

以来该地区环境退化的衰败论叙事。总体看来，尽管中东环境史研究在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仍有大量研究

空白，诸多环境史前沿的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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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处“两洋三洲五海”之地①，自古以来一直是旧大陆上的关键枢纽，对于构建全球环境史具
有重要意义。传统上，中东史主要关注全球史视野下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对于该
地区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关注较少。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对中东的
环境史研究曾长期处于空白，既未能引起环境史家们的关注，也没有得到中东历史学者们的重视。在
环境史学初兴时，阿拉伯世界的环境史实践者并不多②。２１世纪初，约翰·麦克尼尔（Ｊｏｈｎ　Ｒ．Ｍｃ－
Ｎｅｉｌｌ）在总结环境史研究成果时指出，在阿拉伯和奥斯曼的历史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对环境史
的可能性漠不关心，尽管阿拉伯和伊朗的史学在农业及灌溉方面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
学者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背景下进一步考察这些问题③。

生态环境与自然景观在传统中东史学中虽常被触及，却多充当着历史“背景板”角色。尼罗河与
两河流域的沃土、北非与阿拉伯半岛的无垠沙漠，以及骑着骆驼的阿拉伯人形象，构成中东地理文化
的基本轮廓，长期主导着外界对该地区的环境想象，但未能成为历史学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近十余年
间，环境史的研究视野与方法陆续引入中东史研究，诸多学者开始以环境史为主题探讨中东历史，通
过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完善与扩展传统视野，对传统的中东历史叙事产生革命性冲击。中东史与环
境史之间的对话，为彼此带来丰富变化，催生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推动学科发展，实现双向重
塑。一方面，环境史借助中东漫长的文明历程和多样的生态资料，更为全面地审视人与自然互动进
程；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气候、生态、灾害等变量，中东史突破以政治事件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
式，转向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历史叙事。在环境史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日臻成熟的当下，兴起
时间较晚的中东环境史发展势头强劲，势必成为国内外学界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已开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东环境史的发展进行梳理与研究。整体而言，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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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对近年来中东环境史的主要成果和前景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于推动中东环境史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①。但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对奥斯曼史学“环境史转向”的讨论，或以某些中东环境史论著为
例进行分析，未能对作为整体的中东史框架进行考察，也缺乏对新世纪以来中东环境史的议题拓展和
方法论意义展开讨论，更缺乏对环境史引入中东史后带来的相互影响进行透视。鉴此，本文在充分吸
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和主要领域展开详细论述，着重分析环境转向如
何推动中东史研究，最后总结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中东环境史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以期增进国内
学界对中东环境史学术前沿的了解与关注。

一　“双向拓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缘起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在全球环境史叙事当中是缺失的，环境史与中东史学者专注于各自的领域，

未能将两者结合。直至近年来，伴随着中东史研究的深入与环境史研究的扩展，学界逐步认识到环境
史研究对于中东史的价值以及将中东纳入到全球环境史叙事中的必要性。中东环境史正是中东史与
环境史研究深度交集和“双向拓展”的产物。

“中东”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区性概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在使用
这一空间称谓时，对其具体范围的认识不尽相同。总体看来，一般都认同西亚北非广大地区为中东地
区的范围，包括阿拉伯半岛、新月地带、埃及、马格里布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②。

中东地区不仅包括以阿拉伯人为主体、阿拉伯语为主要语言的阿拉伯世界，还包含伊朗人、土耳其人、

犹太人、库尔德人、柏柏尔人等其他民族。中东地区历史悠久，涵盖了广大的地理范围，当地的生态环
境在中东历史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整个２０世纪中东史研究都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采取以
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自然环境并未得到传统史家的太多关注。

２０世纪最后４０年是环境史学兴起的年代，自然环境被正式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成为一
种知识风尚。美国环境史学者罗德里克·纳什是第一个探索环境史定义的人，他认为环境史是“人类
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③。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定义环境史，如伊懋可认为“环境史被
较精确地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互动的界面”④。自然生态系
统所指的是气候、地形、岩石、土壤、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这些系统生产、制造出能量以及可供人类
开发的资源。因此，环境史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任何影响人类生活的事物和由人类影响的事物都可
以成为环境史的主题。同时，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也属于环境史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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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研究引进生态系统范畴，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生态系统演
化过程，并以特定时空下某类社会－生态系统为基本单位，探讨系统内人类社会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
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使历史思维空间大大开阔①。中东涵盖西起摩
洛哥、东至伊朗的西亚与北非地区，这片土地幅员辽阔，直径超过６０００公里，具有多样的生态景观资
源。综合而言，中东环境史是一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东地区人类与河流、森林、沙漠、农田、山地、城
市、海洋等各种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影响的历史，以此来理解与阐释中东地区的思想与文明。环境史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以后，很快扩展到世界各地，并出现“全球转
向”的趋势。然而，这股知识潮流直至２１世纪，随着环境史的重要性与关注度进一步增长方才涌入中
东史研究视野中，成为近年来环境史扩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对于环境史较晚扩展至中东历史研究的
原因，包茂红等学者认为阿拉伯地区的语言比较特殊，研究存在很大的困难，翻译成英语的这些地区
的环境史文献也极少②。维也纳大学近东研究所的奥努尔·伊纳尔以其研究方向奥斯曼帝国环境史
为例，提出了两点原因：一是大多数历史学者彼此孤立，态度保守，他们关注的重点只局限在自己研究
的特定领域内，导致研究视野受到限制，跨学科意识不强，在接受新视角、新范式和新方法论方面进展
缓慢；二是历史学者们仍旧遵循欧洲传统的历史写作风格，倾向于书写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特别是
内部自相残杀的权力斗争，对精英人物给予了过度关注③。

中东地区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曾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与中心地带，是连通世界的
关键枢纽，确保了全球物种的稳定流通，承载着连接、交换与传播的功能④。因此，研究中东地区人类
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能够让全球环境史焕发新的生机。中东是理解全球环境史的重要环节，中东环境
史研究可以为全球气候、疾病、物种扩散提供新线索，使中东史融入全球史进程内考察人类与环境之
间更大的互动过程，反过来推动环境史的发展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兰·米哈伊尔（Ａｌａｎ
Ｍｉｋｈａｉｌ）强调，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到当代，中东地区为环境史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尼罗河流域、安
纳托利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留下了大量记录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考古与书面文
献材料，使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们拥有可供利用的丰富资源⑥。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东千百年来政
治、经济与社会权力的形成，始终围绕对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及乡村人口的控制展开。这一长期过程
在不同时代和地区留下大量历史记录，为中东环境史研究提供了独特切入口。凭借这些材料，环境史
学者得以在长达千年的长时段历史中，深入追踪自然环境演变、土地资源的利用与管控，以及人与环
境之间复杂而持续的互动。如此系统且丰富的研究资源，不仅使得长时段宏观研究成为可能，也为微
观视角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支撑，这是中东环境史相较于其他区域研究所具备的显著史料优势。

因此，中东环境史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学术史基础。诸多研究成果不一定冠以“环境史”之名，却已
触及自然资源开发、环境变化与社会适应等领域。正是为了探讨这些问题，学界深度挖掘大量材料，
扩展出丰富的专题研究，为后续从整体性视角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互动，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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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文字参考了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两场讲座的相关内容，分别是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在江西师范大学所作的“生态世界的联
结与重塑———环境史与世界近现代史的扩展”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在四川大学所作的“突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环境史
与世界近现代史的扩展”。

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１７页。

奥努尔·伊纳尔：“作为奥斯曼研究新兴领域的环境史：史学综述”，《奥斯曼调查：奥斯曼研究杂志》第３８期（２０１１年），第２４
页；戴安娜·戴维斯：“中东北非的权力，知识与环境史”（Ｄｉａｎａ　Ｋ．Ｄａｖｉｓ，“Ｐｏｗ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国际中东研究学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４２卷第４期
（２０１０年），第６５８页。

阿兰·米哈伊尔：“全球环境史中的中东”（Ａｌａｎ　Ｍｉｋｈａｉｌ，“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Ｒ．麦克尼
尔、艾琳·斯图尔特·莫尔丁编：《全球环境史指南》（Ｊ．Ｒ．ＭｃＮｅ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ｒｉ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Ｍａｕｌｄｉｎ，ｅｄｓ．，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埃德蒙·伯克：“中东环境的变迁，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至公元２０００年”（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Ⅲ，“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３０００Ｂ．Ｃ．Ｅ．—２０００Ｃ．Ｅ．”），埃德蒙·伯克、彭慕兰编：《环境与世界史，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Ｅ．ＢｕｒｋｅⅢａｎｄ　Ｋ．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ｅｄｓ．，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奥克兰：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阿兰·米哈伊尔著，白贤达译：《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２３年版，第ｉｘ页。



史，奠定重要的史料基础与问题意识。例如，学界此前已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农牧业、人口、疾病、土地
等与环境史相关的问题有所关注，但在研究范围上大多局限于地中海地区①，在研究内容上多停留在
论述人类社会本身而未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质变②。约翰·麦克尼尔在其２００３年的文章《论
环境史的自然与文化》中提出，中东史学已经出现不少农业灌溉问题的研究，但很少有学者在环境史
的视野与方法下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一个例外是彼得·克里斯滕森（Ｐｅｔ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的《伊朗舍
赫尔的衰落：公元前５００至公元１５００年中东历史上的灌溉与环境》③。中东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大都
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难以支持雨水灌溉农业发展④。生态环境对中东古代文明的发展往往产生限
制，当地社会为应对环境限制开发了灌溉生产技术，但巨大而持久的生产成本又使得社会走向崩溃。
彼得·克里斯滕森系统研究了灌溉引发的环境问题，反驳了此前基于宗教与文化解释的衰弱观点，旨
在从环境角度重新探讨中东世界的衰弱。他认为，伊朗古代政权高度依赖下两河流域（Ｌｏｗｅｒ　Ｍｅｓｏ－
ｐｏｔａｍｉａ）、胡泽斯坦（Ｋｕｚｉｓｔａｎ）、锡斯坦（Ｓｉｓｔａｎ）等低地的灌溉系统。然而，伊朗高原在经历帕提亚和
萨珊时期定居点的大幅扩张后，水资源的短缺对生产造成了根本性限制，此后的洪水、瘟疫、战争以及
盐碱化、风沙堆积又对灌溉系统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⑤。然而，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东学
界没有再出现更多环境史的作品。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直接加剧中东生态系统的压力。中东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不断提高的
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加重了资源负担，工业污染造成空气质量不断恶化，降水减少、气温升高加重土
地干旱，造成粮食减产、粮价攀升以及水源缺乏，学界甚至出现了“气候变迁导致了阿拉伯变局”的论
断⑥。马尔瓦·达欧迪把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威胁扩大器和压力源，引用“人类 环境 气候安全”分析
框架考察叙利亚、苏丹、摩洛哥等具体案例，指出气候压力无法直接促使冲突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执政精英意识形态与政策偏好⑦。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研究缘起类似，都是在一系列生态危
机的现实压力下，学界开始大规模探讨环境政治与生态治理等相关问题，同时亦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
者关注和研究中东环境史⑧。因此，根本而言，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对现实的历史思考。这些历
史学者回顾了中东历史上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回应方式，自觉探讨过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
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从而深度体现出文明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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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罗素·梅格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树木与木材》（Ｒｕｓｓｅｌｌ　Ｍｅｉｇｇｓ，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ｅｄ－
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Ｊ．Ｒ．麦克尼尔：《地中海世界的山脉：一部环境史》（Ｊ．Ｒ．ＭｃＮｅｉｌｌ，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阿诺德·格罗夫、
奥利弗·莱克哈姆：《地中海欧洲的自然》（Ａｒｎｏｌｄ　Ｇ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Ｒａｃｋｈａｍ，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纽黑
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唐纳德·休斯：《地中海：一部环境史》（Ｊ．Ｄｏｎａｌｄ　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圣塔芭芭拉：美国文献中心－克利俄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地中海与菲利
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佩里克林·霍登、尼古拉斯·普塞尔著，吕厚量译：《堕落之海：地
中海史研究》，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肖文超：《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评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第１４５页。

Ｊ．Ｒ．麦克尼尔：“论环境史的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理论》第４２卷第４期（２００３年），第３０页。

一般认为，年降水量在２５０毫米以下是无法发展雨水灌溉农业的。年降水量在２５０至４００毫米之间则需要发展灌溉工程支
持农业发展。

彼得·克里斯滕森：《伊朗舍赫尔的衰落：公元前５００至公元１５００年中东历史上的灌溉与环境》（Ｐｅｔ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Ｔｈｅ　Ｄｅ－
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ｒａｎ　Ｓｈａｈ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５００Ｂ．Ｃ．ｔｏ　１５００Ａ．Ｄ），哥本哈根：图斯库
拉努博物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韩志斌：《气候变迁与阿拉伯变局———兼论与叙利亚危机肇端的内在逻辑关系》，《外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４～１１页。

马尔瓦·达欧迪：《叙利亚冲突的起源：气候变化与人类安全》（Ｍａｒｗａ　Ｄａｏｕｄｙ，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马尔瓦·达欧迪：《气候与冲突关系的再思考：人类－环
境－气候安全分析方法》（Ｍａｒｗａ　Ｄａｏｕｄ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Ｎｅｘｕｓ：Ａ　Ｈｕｍ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全球环境政治》（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第２１卷第３期（２０２１年），第４～２５页。
例如，２０２１年智库机构阿拉伯改革倡议（Ａｒａｂ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举办了首届中东北非环境政治会议，出版了一本由众多环
境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编写的论文集，围绕环境管理制度、地方基层行动、环保主义、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撰写了１６
篇短文［参见朱莉娅·库契·维佐索编：《中东北非的环境政治》（Ｊｕｌｉａ　Ｃｈｏｕｃａｉｒ　Ｖｉｚｏｓｏ，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贝鲁特：阿拉伯改革倡议２０２１年版］。



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构成了中东史学界的一次学术转向。到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系列重
要的中东环境史论著相继出版，对中东史学界带来了较强的学术冲击，以至于乔治·特兰伯尔四世认
为中东史研究中出现了环境转向①。应当指出，近年来中东环境史的兴起并不仅仅是对史学潮流的
盲目追逐，而是一种重大的方法论转变，将影响我们对中东史的理解与重构②。换言之，环境史这一
新视野的引入，将极大扩宽中东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叙事，把原先
被研究者所忽略的自然环境在历史学中的角色从背景转化为活跃的、具有塑造性的力量③。更为重
要的是，环境史视角有助于解决中东史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史为中东史带来的边界
划分与历史分期问题上的重构。以往的中东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该地区的人为地理边界，如
奥斯曼帝国各省的边界以及２０世纪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下，以往被中东
史研究所忽视的哺乳动物、鸟类、植物、水、土壤、病菌、海洋等有机物或无机物环境要素成为研究的对
象，这些研究单位并不遵循人为划分的政治边界。例如，尼罗河流经东部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游牧民
族活跃于多个地区，要全面分析尼罗河生态或游牧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就必须超越政治领土的范
围。中东史学者还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划分中东历史的分期这一问题上，环境史的引入能够对
传统上使用的诸多划分方法进行重新界定。例如，１５０１年是伊斯玛仪一世建立萨法维王朝的年份，

１５１７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但这两个年份均不是瘟疫、气候等环境现象影响中东的转
折点。换言之，政治变革并不能成为历史分期的唯一依据。这些关注点的引入使历史学者得以从更
为广泛、新颖而复杂的角度重新认识中东史。

这种方法论转向的新尝试最先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环境史的研究中。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
洲，地中海曾是其内湖，环境独特而多样，是中东环境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包茂红也指出：“从大
的地域范围来讲，极地环境史和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可能是环境史研究的最后边疆。”④在２００９年的第
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上，来自欧洲与土耳其本土的学者已经开始尝试探索该领域。除奥斯曼帝国环
境史以外，中东其他子领域的环境史研究也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学科队伍不断扩大。概言之，中东环
境史在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环境史向中东拓展的双向推动下掀起了一个新的研究浪潮。

二　领域扩展：中东环境史的多元化研究议题

中东史研究步入“环境转向”阶段的时间并不长，大多数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是在近十余年间
陆续出现的，因此，考察的对象与范围远未覆盖到中东世界的方方面面。其中，中东本土学者的环境
史研究成果在当下仍然相对匮乏，大多数中东环境史研究成果集中在英语学术界，这批中东环境史学
者的学术背景也局限在欧美高校，中东本土高校在接受环境史学科概念的进度上较为缓慢，特别是阿
拉伯语学界的研究尚停留在阿拉伯古代自然环境状况、伊斯兰教的环境伦理观、自然灾害及其对经济
社会的影响等方面⑤。不过，土耳其语学界在长期的奥斯曼史学研究中多有触及人与自然生态互动
的主题，为环境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环境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且不少土耳其学者也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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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②　乔治·Ｒ．特兰伯尔四世：“中东史的环境转向”，《国际中东研究学刊》第４９卷第１期（２０１７年），第１７３页。

Ｊ．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页。

包茂红：《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俯瞰》，《南开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２８页。

相 关 研 究 参 见 贾 瓦 德 · 哈 希 姆：《阿 拉 伯 半 岛 古 代 历 史 中 的 自 然 环 境》（

），《文学杂志》（ ）第３０期（１９８１年），第２４１～２６０页；米特尔·哈桑：《阿拔斯王朝时期伊

拉克疾病和流行病的传播与影响》（ ），

《迈桑研究杂志》（ ）第１０卷第１９期（２０１４年），第６６１～６９６页；费萨尔·阿卜杜拉：《马穆鲁克王朝自然灾害

对黎 凡 特 地 区 经 济 生 活 的 影 响 （公 元 １２５０—１５１６ 年）》（

），科威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优素福·加万迈：《伊斯兰时代黎凡特地

区的地震及其对城市地标的影响》（ ），安曼：思想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版；哈 立 德 · 塔 瓦 希 亚：《自 然 灾 害 及 其 对 布 尔 吉 马 穆 鲁 克 王 朝 时 代 黎 凡 特 农 业 生 活 的 影 响》

（ ），《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版》

（ ）第４１卷第１期（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２～１６２页。



英文发表他们的环境史成果。
在中东史和环境史“双向拓展”的背景下，中东环境史的研究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现状和趋

向。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中东近代帝国与其物质生态系统的互动，特别是能源、农业、气候、环境知
识等几个领域，从物质到观念层层递进，揭示中东社会在环境变迁中如何调整与应对。由此，中东环
境史研究在分散化的议题中呈现出整体性、连贯性的研究脉络。

１．能源结构转型视域下的中东社会变化
约翰·麦克尼尔在考虑中东环境史的可能性时，认为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地区具有明显的

特殊性与反常性①。整体来看，中东地区能源转型的速度较慢，开发新技术的驱动力不足。该地区煤
炭资源匮乏，在进入化石燃料时代之前长期依赖动物能量。动物是驱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它
们从田地运送货物至各个市场，或是为人类提供食物，在中东社会中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早期
的研究涉及骆驼及其他用于长途运输的动物，但仅限于运输成本或使用规模②。同欧洲地区相比，中
东地区的动物饲养成本低廉，开发机械技术不具有更高的效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布利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ｌｌｉｅｔ）比较了以骆驼为代表的动物能和机械能的利用成本，认为成本低廉的骆驼在公元

４—６世纪前后在中东已逐步取代了轮式交通工具，而单峰骆驼与北阿拉伯马鞍的发达推动了阿拉伯
征服的胜利③。

动物同样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即使在帝国铺设了铁路等现代交通设施后，骆
驼、牛、马、骡子仍然被用于长途货物运输或土地耕种。牛、羊等动物也是食物和衣物的来源，是财
富的象征。一直到１８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乡村社会几乎完全依赖畜力劳作，但是伴随着农业商
业化的发展，自给农业向商品经济转变，畜力也被人力以及机器所取代④。阿兰·米哈伊尔着重考
察人与动物关系的改变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他从家畜、狗、魅力型物种（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如狮
子、大象、老虎）三类动物与人的关系互动，揭示出１９世纪奥斯曼埃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变化。
其中，家畜被排除在主要劳力资源之外代表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结构的转变。他指出，这些变化是政
治、经济和生态权力重组的结果，代表埃及从早期社会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变⑤。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
纪初的奥斯曼埃及正经历一场由畜力转为人力的能源转型过渡期。由于家畜数量锐减、土地财富集
中以及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兴起，使得强制劳动成为奥斯曼埃及的普遍现象，人力成为埃及能源利用的
主要来源。

中东地区煤炭资源较少，但却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在世界能源结构变革中具有重大
影响力。中东石油的分布状况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对石油的开采与提炼也对该地区的环境产生了巨
大影响⑥。随着石油开采量的增加，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了更大的社会经济差距与环境污染。
威廉·贝纳特与洛特·休斯在英帝国环境史的研究框架下，追踪了中东在内的殖民地环境变化，并以
科威特为例研究英国在中东的石油开采对当地贝都因牧民的影响。其着重揭示石油经济如何冲击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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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追溯了中东地区环境历史的三种反常现象：海路格局发达但淡水资源匮乏；草原分布集中，牧民所占人口比例高；

长期依赖生物能与动物能，进入化石燃料时代较晚，煤炭资源不足，２０世纪被石油能源彻底改造［参见Ｊ．Ｒ．麦克尼尔：“中东
与北非环境史的特殊性”（Ｊ．Ｒ．ＭｃＮｅｉｌｌ，“Ｔｈｅ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阿
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Ａｌａｎ　Ｍｉｋｈａｉｌ，ｅｄ．，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页］。

伊尔贝·奥尔泰利：“骆驼的运输成本曲线研究”（�Ｉｌｂｅｒ　Ｏｒｔａｙｌı，“Ｄｅｖｅｎｉｎ　Ｔａşıｍａ　Ｍａｌｉｙｅｔｉ　Ｅ　ｇ̌ｒｉｓｉÜｚｅｒｉｎｅ　Ｂｉｒ　Ｄｅｎｅｍｅ”），《政
治科学学院学报》（Ｓｉｙａｓａｌ　Ｂｉｌｇｉｌｅｒ　Ｆａｋüｌｔｅｓｉ　Ｄｅｒｇｉｓｉ）第２８卷第１期（１９７３年），第１８１～１９０页；苏芮雅·法若奇：“骆驼、马
车与奥斯曼帝国”（Ｓｕｒａｉｙａ　Ｆａｒｏｑｈｉ，“Ｃａｍｅｌｓ，Ｗａｇ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Ｓｔａｔｅ”），《国际中东研究学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１４卷第４期（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第５２３～５２９页。
理查德·Ｗ．布利特著，于子轩、戴汭译：《骆驼与轮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第１５０～１５３页。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埃及的动物》（Ａｌａｎ　Ｍｉｋｈａｉｌ，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ｉ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蒂莫西·米歇尔：《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Ｏｉｌ），纽约：沃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Ｊ．Ｒ．麦克尼尔：“中东与北非环境史的特殊性”，阿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
非的环境史》，第２７～５０页。



民传统游牧方式，城市化与工业化改变沙漠景观与贝都因人生活，原先以骆驼为核心的游牧生活遭到
现代基础设施挑战，深刻重塑当地社会结构与生态关系①。翁·巴拉克聚焦于英帝国碳能源在中东
的流动，揭示了碳能源的全球化与煤炭对中东现代世界的塑造作用②。

２．作物交换与中东农业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中东是农业活动的发源地，大多数驯化动植物从这里开始了向外传播进程③，尽管这种传播会由

于不同的地形、气候等原因而进展缓慢，但古代帝国的兴起为商品与人员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例
如，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相对和平时期，公元１０—１３世纪的阿拉伯贸易网把糖、棉花、大米与柑橘类
水果从印度带到了埃及和地中海地区，这些作物以及栽培技术的流动在当地引发了小型社会变革④。
安德鲁·沃森通过考察阿拉伯征服后四个世纪里的农业变迁，指出伊斯兰教的统一与扩张使得高粱、
小麦、甘蔗、西瓜等大量的作物以及先进的耕作技术能够在伊斯兰世界内外传播。早期伊斯兰扩张期
并非近东农业的衰退期，而是掀起了一场“伊斯兰绿色革命”，对重建农业系统做出了重大贡献⑤。与
罗马晚期相比，早期的伊斯兰世界正处于一个农业与人口的扩张期。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带来了世界性的改变，新旧大陆掀起的“哥伦布大交换”将烟草、玉米、西红柿
等作物引入奥斯曼帝国，使得经历了小冰期的奥斯曼居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同时促进了农业多样性与
市场消费⑥。接着，奥斯曼帝国在１９世纪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加深了其农业的商业化，耕种
的土地迅速增加。融入更大的市场体系带来了城市与农村环境的重大改变，城镇的发展、人口的膨
胀、生产与消费的增加均在侵蚀生态系统。在大量研究关注该时期奥斯曼帝国农业史的同时，也出
现了少量涉及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梅尔腾·托克瑟兹探索了阿达纳（Ａｄａｎａ）地区大规模棉花农
业的出现，她以奥斯曼帝国与外国档案文件为基础，探讨了地方与国际力量在丘库罗瓦（Ｃｕｋｕｒｏ－
ｖａ）平原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商业体系中的作用⑦，她的研究侧重于水源、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对农业
发展的影响。

殖民时代埃及的农业生态环境也是学界考察的一个重点，殖民经济在埃及引入大规模的棉花种
植，深刻改变埃及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历史，呈现出一部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改造的
协同演化史。珍妮弗·德尔关注殖民经济如何通过常年种植棉花和灌溉活动来创造新的尼罗河生态
环境，以及由此造成新兴疾病的流行。１９至２０世纪殖民经济在埃及的发展使得灌溉农业盛行，大量
堤坝和水库被大规模修建导致尼罗河水流速度放缓，钉螺与蜗牛在静水环境中大量繁殖，引起大批灌
溉农民感染血吸虫病。此后，埃及政府与国际卫生官员为消灭血吸虫病而采用多种方法改造当地环
境。她将尼罗河视为一个在时间、空间和物质上构成殖民经济特定关系的领域，讲述了１９—２０世纪
初建造新尼罗河的工程师、资本家、政治当局与劳工群体的故事⑧。亚伦·杰克斯追溯了英国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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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贝纳特、洛特·休斯：《环境与帝国》（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ｅｉｎ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ｔｔｅ　Ｈｕｇｈｅｓ，ｅ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牛津：牛津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１～２６８页。

翁·巴拉克：《帝国动力：煤炭如何塑造中东和引发全球碳化》（Ｏｎ　Ｂａｒａｋ，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Ｈｏｗ　Ｃｏａｌ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ｐａｒｋ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中东地区在公元前９５００年到公元前７５００年已开始向农业过渡，尝试对谷类、豆类、动物进行驯化。小麦、大麦、黑麦最早在
新月沃地广泛栽培。稍晚，豆科作物中的豌豆、扁豆、鹰嘴豆也开始被驯化，最早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也在此出现（参见
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等译：《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０～６１、７０页）。

威廉·Ｈ．麦克尼尔等编著：《世界环境史》，第２５～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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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殖民主义经济的复杂后果，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崩溃和由于棉花管理而造成的农业生态退化，以此
思考环境、殖民帝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①。

３．奥斯曼帝国及埃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管理
当代中东环境史学者将目光聚焦到了农民等底层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地跨多个气候

带和地质区域，拥有多种生态系统。帝国的税收与粮食高度依赖埃及的灌溉农田，需要依靠当地底层
农民的知识与经验来管理其经济与政治权力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帝国政府协同、乡村社群自治
的管理机制。农民长期扮演着奥斯曼埃及灌溉事业中的核心角色，他们在埃及水源管理方面丰富的
知识与经验使得他们成为乡村灌溉事业中最具话语权的群体。当前的奥斯曼环境史著作利用奥斯曼
档案文件、伊斯兰法庭记录、土地调查等文献资料，详细描述了奥斯曼埃及的农民如何与当地政权互
动，试图将农民纳入帝国的治理体系框架中加以考察。

阿兰·米哈伊尔是近年来最为关注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之一，他将埃及视为理解生态环境在奥斯
曼帝国的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完美案例，其论著基本都是以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为叙述中心，特别关
注政治权力变化与自然资源管理的联系。其作以１８世纪埃及农村灌溉和用水的社会环境史为角度，
探讨帝国与其省份埃及之间的关系。他根据埃及偏远地区城镇与农村的地方档案，描绘出对自然资
源控制的变化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整个帝国的主权性质。他认为，在穆罕默
德·阿里时代之前，尼罗河水域主要是通过埃及农民数百年的经验基础进行管理，这种地方知识得到
了奥斯曼帝国的深切关注②。《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从水、劳动、动物和自然元
素四大主题入手，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揭示了各种环境要素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
系，奥斯曼帝国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是建立在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之上。奥努尔·伊
纳尔与亚维兹·科斯提出，传统史学把奥斯曼帝国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帝国的军事实力和中央集权的
官僚体制，但从环境史角度来看，奥斯曼帝国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是其实力强大的关
键，这是由其内部经济、社会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所决定的③。费萨尔·侯赛因关注奥斯曼帝国管理底
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历史，１７世纪末幼发拉底河航道转移使得此前帝国在此建立的农村秩序走
向瓦解，伊拉克省级自治的趋势开始出现④。

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对水资源的运输、控制和利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伊斯坦布尔是一
座被水包围的城市，由于其人口众多，供水一直是当局的重要事项⑤。土耳其学者对伊斯坦布尔和其
他省的供水和管理状况有所探讨⑥，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水源在过去对日常生活质量的影响。比如，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后，下令修复并扩建原有水道，主要收集哈尔卡利（Ｈａｌｋａｌｉ）水源
引入城市；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又从伊斯坦布尔北部森林等广阔区域注入新水源，最终实现城市全
面供水，改变了居民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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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木材是帝国重要的战略物资，用以满足帝国日益旺盛的
造船需求。奥斯曼帝国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对木材的运输工程体现了帝国复杂的行政体系，对奥斯曼
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构成巨大考验。塞尔丘克·杜尔森对奥斯曼帝国１５—２０世纪初的林业管理历
史做出了研究，记录和分析了帝国对森林的控制和管理能力与其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环境等方面
的关系发展①。传统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在１７世纪之后已经放弃了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
但通过研究帝国对木材资源的区域调配，仍然证明了奥斯曼政府的经济干预，帝国依然能够对部分边
缘区域施加影响力。

２０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经历了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转变。尽管国家面积缩小，但改造
环境、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却在大幅增长。１９６０年开始建造的埃及阿斯旺大坝体现的正是现代国家
强大的环境控制能力，埃及这项现代重大水利工程既被视为国家的财富，也被批评为一场生态灾难。

Ｊ．唐纳德·休斯以环境史的新视角重新评估了大坝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他指出，大坝将埃及农业转
向常年灌溉，不仅引起血吸虫病的大量增加，还使得河水沉淀物都沉积在了水库中，造成了严重的水
涝和土地盐碱化问题，而流出大坝的水没有了泥沙作为缓冲，对河口三角洲的侵蚀作用加剧，引发了
海水入侵。由于无法为土壤提供充分养料，化肥被用于农业中，污染了排水系统，造成的杂草入侵危
害到当地的动植物。然而，决策者们出于政治目的忽视了大坝建造可能带来的生态危害，并打压了专
家们对大坝负面影响的探讨。由此，这项对生态及人类系统罕见而严重的干预引发了一系列未曾预
料到的灾难性后果②。南希·雷诺兹认为阿斯旺大坝代表了埃及后殖民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高潮，
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这一工程视为与过去的决裂，旨在让埃及摆脱殖民地时期的不发达状态，实现工业
化并加强水文控制以确保水和粮食的供应安全，而大坝的建造改变了当地的岩层，还将连接埃及与苏
丹的努比亚地区与阿斯旺以北隔开，引发了努比亚人对环境不公的指责③。杰西卡·巴恩斯探讨了
埃及水资源在埃及土地开垦中的分配和使用，她将政府工程师关于水坝日常运行的决策与农民关于
灌溉沟渠日常运行的决策结合起来，研究涉及跨越尼罗河各部分的农民、地方行政人员、政府部门和
国际组织等行为主体对水资源利用能力的争辩，展示出各种参与者对水资源的知识概念化④。

４．气候压力加剧帝国政治危机
一般认为，中东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对于气候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干旱与半干旱的气

候特征使得每当降水量出现微小偏差时都会对农业生产活动产生强烈的影响。２０世纪初，对中东地
区古代文明衰弱的“气候决定论”解释曾经占据了主流地位，埃尔斯沃思·亨廷顿认为只有气候变化
才能解释为何这些曾经繁荣的古代城市被大规模废弃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马歇尔·霍奇森强调中东
气候及生态的长期稳定性，他认为“中干旱地带”是伊斯兰文明的地理连接特征，类似的气候条件促使
其历史统一性，共同的规范和伦理在这一生态约束下迅速传播⑥。这一观点仍然带有浓厚的“气候决
定论”色彩。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做出了积极回应，他们综合各种科学数据与文献材
料，巧妙而谨慎地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社会压力源纳入历史解释框架。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塞尔丘克·杜尔森：《森林与国家：奥斯曼帝国林业与森林管理史》（Ｓｅｌçｕｋ　Ｄｕｒｓｕ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萨班哲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

Ｊ．唐纳德·休斯：“阿斯旺大坝：环境史能为决策提供信息吗？”（Ｊ．Ｄｏｎａｌｄ　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ｅ　Ｄａｍｓ　ａｔ　Ａｓｗａｎ：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第１１卷第４期（２０００年）第７３～８１
页；Ｊ．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王宁、张爱萍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１９８～２０５页。

南希·雷诺兹：“建造过去：埃及的岩石景观与阿斯旺大坝”（Ｎａｎｃｙ　Ｙ．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Ｒｏｃｋ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
ｗａｎ　Ｈｉｇｈ　Ｄａ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阿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第１８１～２０５页。

杰西卡·巴恩斯：《培育尼罗河：埃及日常的水政治》（Ｊｅｓｓｉｃａ　Ｂａｒｎｅ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ｉｌｅ：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Ｅｇｙｐｔ），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社。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巴勒斯坦及其转变》（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波斯顿：霍顿·米夫
林出版公司１９１１年版，第２４９～２８３页。

马歇尔·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第２卷：伊斯兰中世纪的扩张》（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Ｈｏｄｇｓｏｎ，Ｔｈ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Ｖｏｌｕｍｅ　２：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６９～７４页。



中东气候史的一些著作挑战了中世纪是全球变暖期的主张①，相关学者运用波斯语与阿拉伯语
的资料表明伊朗和中亚地区正经历着相反的情况。理查德·布利特认为，先前的气候史研究偏向于
进行全球或半球规模的气候复原，忽视局部的区域性气候异常，特别是“中世纪温暖期”无法解释１０
至１２世纪伊朗经历的“大寒流”气候现象。他挖掘编年史材料，以蒙古树轮为辅助证据，指出该时段
伊朗正经历一次显著的寒冷期。棉花是喜暖的夏季作物，紧随其后的气候变冷，造成棉花生产的衰
退。在生存压力下，大批农民将棉田改为麦田。此外，这一气候变化促使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大规模
迁徙到伊朗②。这些研究表明，自中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经历了多个气候周期，与该地区的政治、社
会、经济以及宗教的历史高度相关。在这一时期结束后，中东地区进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气候温和
期，反过来促使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兴起。

１６—１７世纪，小冰期的到来迫使奥斯曼帝国进入动荡与转型时期。关注奥斯曼帝国环境史的学
者试图使用旅行游记、领事报告、政府信函等书面材料，或运用沉积物、树木年轮等气候生态研究，以
此重建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变迁，这些材料提供了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段的天气条件以及农业生产的
详细信息。树木年轮的研究表明，１６世纪中叶到１７世纪末的小冰期对帝国境内的环境产生了巨大
影响，东地中海经历了持续多年的严重干旱，气温持续下降，大雪、洪水等灾害不断。农作物的歉收破
坏了帝国对首都与前线军队的物资供应，直接推动了该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土
地、资源严重短缺，农民生存压力剧增，但帝国仍然压榨民众以维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并直接导
致了杰拉里起义（Ｃｅｌａｌｉ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的爆发③。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萨姆·怀特探讨了小冰期
气候波动对奥斯曼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土地危机、人口下降与社会经济的收缩，进而对１６—１８世
纪的奥斯曼帝国历史有了新的解释。萨姆·怀特提出，当前把奥斯曼帝国走向“衰弱”的原因简单归
咎于旧制度的衰败或欧洲崛起的挑战是缺乏说服力的，奥斯曼帝国很大程度上经历着干旱、歉收、严
冬、暴力、饥饿和疾病的考验，多数地区的人口与耕地难以复原到灾害前的水平，游牧民得以大规模流
动，帝国对地方权力的分散为各省的私人地产发展提供便利。因此，历史学者必须考虑近代早期中东
的生态环境，包括小冰期造成的深远影响④。

同样，１８世纪最后２０年也是一个气候波动的时期。１７８３年６月，冰岛拉基火山爆发，其产生的
火山灰导致欧洲、地中海、美洲和中亚部分地区的寒冷夏季，中东各大河流水位急剧下降⑤。部分对
奥斯曼帝国游牧民族的研究发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大量的沿海平原等低洼地区被洪水淹没而形
成沼泽，不少当地牧民选择迁徙到更高海拔的山区，因此占据着高原、山地的游牧民数量有所增加。
这些游牧民以往只在夏季进行季节性迁移，而在１７、１８世纪则转变为一种永久性迁移，创造了新的人
类生态系统⑥。这种气候加剧了１８世纪末的政治动荡，加之欧洲对中东的外部压力加大，最终促使
奥斯曼帝国进入改革时期。

在这一主题的推动下，类似的方法也被引入对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阐释，其中尤为典型的是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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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法维王朝“衰弱”命题的探讨①。詹姆斯·古斯塔夫森和詹姆斯·施佩尔同样将萨法维王朝置于
“１７世纪危机”下试图构建伊朗在该时期与全球环境趋势的联系。萨法维王朝通过行政官员和地方
精英组成的社会网络，利用并管理自然资源，以此维持帝国经济社会秩序。萨法维王朝的衰弱，也可
视为是其赖以维系统治的社会 生态网络的崩溃。基于此，他们反驳了前人历史叙事，不再将萨法维
王朝的衰弱归咎于是中央对军事冲突处理不当的偶然结果的观点，提出应当更多关注１７和１８世纪
生态环境的变化。他们结合树木年轮的相关证据，认为始于１７世纪晚期的生态危机逐步破坏了萨法
维王朝的统治基础，在频繁的干旱、饥荒、瘟疫影响下，萨法维王朝最终在１７２２年落入一群来自阿富
汗的吉尔查伊人手中②。

５．自然灾害与传染病在帝国生态网络中的创造与传播
瘟疫长期伴随着中东的历史进程。此前大多数对中东瘟疫史的研究都集中在马穆鲁克时期，麦

克·道斯等学者以阿拉伯史料为基础，发现黑死病在中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中充当着重要角
色。他们基本理清了黑死病在中东地区爆发与传播的途径，论证了黑死病对中东社会经济、人口数量
等方面的负面影响③。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关注奥斯曼帝国的瘟疫史，诸多研究聚焦奥斯曼帝国对鼠
疫、疟疾、饥荒、洪水等灾害的社会应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与各类生态因素的互动。这些研究
阐明疫病与其他自然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从生态网络视角将疫病嵌入近现代中东历史更迭中，认
为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网络既是疫病的创造者，也是疫病的传播者。如亚龙·艾雅隆探讨了奥斯曼帝
国的自然灾害史，以及在国家、公共和个人层面上对自然灾害的反应④。努克特·瓦利克对奥斯曼帝
国在黑死病及随后几个世纪的瘟疫进行了系统研究，展示了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瘟疫是如何与
帝国的环境、社会和政治结构相互作用的，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与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瘟疫传染病
网络不断扩大的过程，而帝国的发展改变了瘟疫的流行模式，使不同的生态区域相互作用，人类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交流网络得以加强，帝国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关瘟疫的新认识体系⑤。

疟疾也是长期困扰奥斯曼帝国的传染性疾病。“小冰期”改变了帝国乡村的生态环境，沿海平原
的耕地减少、沼泽增加，使得疟疾发病率上升。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人们会定期从平原迁移至山区。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晚期推动了一系列农村定居与边疆改造项目，数百万来自亚美尼亚、巴尔干、克
里米亚、高加索的移民流入帝国，他们与牧民一同被帝国安置到边疆地区从事农业活动，疟疾则是这
一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克里斯·格拉蒂安探索了国家、资本主义、战争、疾病对奥斯曼边界环境的塑
造⑥。他的研究聚焦于帝国晚期地中海沿岸的农业人口定居状况，大量的移民涌入和种植业的扩大
为安纳托利亚、大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农村地区创造了更多新定居点，然而定居点经常以疟疾的形式给
新移民带来苦难，尤其是地中海低地的移民。作者概述了奥斯曼国家和社会如何面对疟疾与沼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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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及其对当地政治与经济的影响①。
而在北非的环境史中，一些关键自然灾害的发生以及当地社会对灾害的理解与体验，为非殖民化

进程增添了驱动力。布洛克·卡特勒探讨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阿尔及利亚在持续干旱、蝗虫入侵、流行
病暴发等自然灾害事件下引发的水资源危机，殖民当局对阿尔及利亚水利基础设施的控制与其对水、
卫生的权力话语加大了殖民者与阿尔及利亚本土民众之间的鸿沟，促使阿尔及利亚人国家意识的出
现②。斯宾塞·塞加拉以四场自然和人为灾害为核心，将其置于非殖民化进程下加以考察，论述了灾
难如何催生出新的政治和社会形态，以及当地人民如何解释和应对这些灾难，以此把环境叙事融入政
治与文化的非殖民化叙事当中③。阿兰·米哈伊尔更是超越了传统的自然灾害叙事内容———疾病、
洪水、地震和火灾，以１７８７年开罗爆炸作为一个独特事件，分析爆炸与埃及商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关
系，进而揭示了“爆炸”的环境史意义④。

６．殖民帝国科学知识与中东本土知识的互动
一个地区的环境实践与知识生产代表了在独特的当地生态环境中所积累的经验。中东大部分地

区缺乏足够的水源，无法形成密集的定居点，干旱土地所占比例很大，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
发展出水源利用的本土专业知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水资源。然而殖民政府却未能理解中
东本土知识，最终导致其推行的环境政策带来了诸多问题。

戴安娜·戴维斯与埃德蒙·伯克特别关注到中东本土知识如何受到殖民扩张与实践的影响，首
次批判性地审视了西方对中东自然环境的东方主义构建，揭露了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将中东描绘为
环境退化、处于生态生存能力边缘的地区，继而实施了诸多推动殖民计划的环境政策⑤。这种对东方
生态环境的衰败想象在西方广为流传，当地政权或本土住民被指责为环境与资源的破坏者，为西方国
家以生态拯救为名义推行殖民扩张铺平道路。基于此，殖民者占据中东土地，实施诸多农业与生态改
造项目，力图将殖民地恢复到古代文明的繁荣状态，为殖民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然而，由于未能理
解当地的环境实践，殖民官员提出的诸如让撒哈拉沙漠开花、在埃及西南部沙漠的土地复垦等计划均
是不切实际的。戴安娜·戴维斯在其另一部关于北非环境史与法国殖民扩张的著作中采取后殖民理
论与方法，修正西方关于北非森林砍伐与荒漠化的衰败论叙事错误，重新评估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干旱土地上进行殖民项目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目标，说明了环境叙事在帝国扩
张中的关键作用⑥。法国殖民官员将该地区视为昔日的“罗马粮仓”，指责牧民粗放的生产方式是造
成北非干旱的主要原因，从而证明殖民政府环境干预的正当性。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２０世纪的伊
拉克沼泽地，这片沼泽被视为是《圣经》中的“伊甸园”。布里奇特·瓜拉希注意到，在伊拉克，沼泽地
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反抗奥斯曼帝国、英帝国以及复兴党统治的重要据点，萨达姆·侯赛因为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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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湿地排水运动，而此后的多边组织则利用“复兴伊甸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想象塑
造沼泽地国家公园①。

事实上，西方科学知识的输入与中东本土知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中东本土官员也试图引入
西方科技来改造中东社会。奥斯曼帝国曾推行实验农场，试图打造一个全帝国的知识网络，传播有关
科学农业的知识。奥斯曼官员也曾参加１８９３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或是将新近出版的农业文本翻译
为奥斯曼文，评估西方科学技术能否应用到整个帝国②。然而，即使许多农民知道这些新的技术与工
具，但往往还是由于其无法适应当地条件而放弃。艾迪尔·瓦赫斯关注了法国委任统治对叙利亚与
黎巴嫩的农业生态干预模式，认为其经历了从东方主义向国家官僚式的转变，而法国官员仍然较少考
虑当地环境的特殊性，推行的诸多农业项目接连受挫③。

最后，一批采取人类学方法的著作也在近年问世，对中东本土居民的地方知识与环境感知展开了
研究。斯塔莱·克努森通过对土耳其黑海沿岸城市特拉布宗附近渔村的渔业生产、消费，以及国家渔
业现代化政策展开人类学调查，强调当地渔民的地方知识对海洋资源管理的作用④。艾米丽·麦基
将政治生态学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认为“日常的纪念行为”塑造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空间身份之间
的权力差异。她对内盖夫沙漠中的犹太人与贝都因人社区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调查，试图利用福柯
式的话语分析解开以色列的环境叙事，揭示这种环境叙事如何形成并强化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
的二元性⑤。索菲亚·斯塔马托普卢 罗宾斯通过对约旦河西岸的杰宁（Ｊｅｎｉｎ）和拉姆安拉（Ｒａｍａｌ－
ｌａｈ）等地区长达十年的人类学研究，考察了当地巴勒斯坦人对垃圾处理的亲身体验，并描述了以色列
当局是如何利用垃圾围困对这些地区进行统治与定居合法化的⑥。穆尼拉·哈亚特关注到战争频繁
的南黎巴嫩地区，认为生活艰难的当地人发展出一种“抵抗生态”的生存策略⑦。这些作品的主题直
指现实中人们面临的困境，对环境史、人类学、中东研究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启发意义。

综上，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已覆盖了中东历史的多个时段，通过探讨各个时期人类与自然的关
系，反映出中东不同时代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展现了环境在中东政治与社会变化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

三　推动学科发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特点与方法论意义

与欧美环境史相比，中东环境史研究既表现出了与前者的共性，也呈现出了自身鲜明的特点，这
些特点赋予中东史研究新的方法论意义，从而实现了对中东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一是推动中东史史料与方法论的革新。中东环境史研究侧重于中、长时段，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
综合性研究，挖掘和整合多种史料来源，实现了史料运用与学科方法上的重大创新。学者们接受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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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地质考古学、文化地理学、生态学及流行
病学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中东环境史家重建中东生态系统及其运行的历史图景提供了基础①。
环境史的概念进入中东史研究后，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们又大量挖掘了与灌溉、粮食、木材、人口、疾病
相关的档案文件等书面文献材料，涉及阿拉伯语、现代土耳其语、奥斯曼土耳其语等多语种史料。其
中，得益于中东地区存留下来的大量气象与文字材料，气候史研究成为中东环境史当中进展最快的方
向之一，学者们得以从沉积物、孢粉、树木年轮等方法中重建中东的气候与景观变化。

此外，过去几十年里对环境问题产生强烈兴趣的人类学研究在近年来的中东环境史跨学科方法
运用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关学者重视案例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重点关注
地方族群知识与经验。近年的民族志研究包含了一系列环境主题，如阿曼的石油与社会生活、埃及的
水政治、内盖夫的土地冲突、海湾地区的景观设计以及土耳其的渔业②。这些研究契合当前中东地区
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了环境正义与政治冲突之间的联系。

二是运用环境互动视角重构中东传统史学。通过重建中东气候条件变化以及人类与环境互动的
历史，学者们对学术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实现中东环境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的有机结
合。最为典型的便是对奥斯曼帝国衰弱命题的探讨，奥斯曼帝国历史叙事与研究范式近年来产生了
重大变化，许多学者开始摒弃衰弱论范式，认为１７至１８世纪帝国的主要特点是适应与转型，一种“转
型论”的新范式被构建起来。中东环境史家不再徘徊于元话语层面上的模糊叙事，他们对１６世纪末
到１８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气候环境与社会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环境史的角度构建出一部新
型的奥斯曼帝国史。以阿兰·米哈伊尔为代表的中东环境史学者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庞大的生态
系统，瘟疫、动物、木材、水、生产知识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众多因素彼此依赖、相互连接形成一个
统一的有机体，任何局部的变动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③。他们运用生态系统的视角探究奥斯曼帝国
历史，从气候、灌溉、疾病等具体环境要素出发全面分析了帝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将１７世纪重新
解释为动荡与转型的时期，而不再是停滞与衰弱时期④。由此，环境史研究揭示出帝国细致、复杂和
多样的面貌，修正了传统“中心 边缘”范式，构建生态网络模型，从而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

环境史给中东史带来的视野转向为中东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命题带来了新的解释。从公元前
两千纪中叶到公元１４世纪，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形成过三次大冲击，游牧世界催生出强大的军事机
动能力，长期享有对农耕世界的优势地位⑤。然而１５世纪之后，游牧世界的优势迅速消失。以能源
结构解释游牧世界的这种变化会发现，动物能量的低成本优势使游牧民族能够在与定居农业社会的
交往中获得巨大的优势，但长期不变的能源生产效率使游牧世界陷入停滞，农耕与工业世界的能源效
率则在不断提高⑥。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的奥斯曼埃及，能源结构由家养牲畜转向人力和机器的
过程也是经济商业化的过程，是埃及现代化转型的起步。

此外，环境史研究者响应“自下而上”认识历史的观点，通过将研究聚焦到广大的底层农民，中东
环境史学者展开了对卡尔·魏特夫（Ｋａｒｌ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的“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批判。
魏特夫认为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需要集中控制灌溉的环境决定了专制主义的产生，对自然的控制将
会导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制统治。然而，米哈伊尔指出，尼罗河主要是通过埃及农民按照数
百年的经验进行日常的运作和维护，灌溉是一项赋予农民权力的活动，而非由专制君主控制⑦。奥斯
曼埃及实行着传统乡村社群自治的模式，帝国政府尊重地方经验，依靠地方社群的知识和经验弥补帝
国政府地方知识的不足。因此，农民不单单是权力网络中的被动参与者，而是实实在在拥有影响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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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能动者，奥斯曼埃及的灌溉事业并未导向专制主义。
三是注重从全球视角考察中东环境史。环境史将跨国别与跨地域视野作为基础而非创新，其研

究视角突破了地理和政治的界限，用统一的眼光和诠释框架探究看似毫不相干的历史承载者与相距
甚远地区之间的隐秘连接。中东环境史力图突破原先狭窄的视野范围，不再局限于围绕某一特定时
间与地区的政治军事事件展开论述，而是将中东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之下，重点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物
种交换对中东世界的影响，凸显了区域研究与全球史观的结合。这种宏阔的全球史视野正是由中东
处在全球地理位置上的重要节点地位决定的。同样，全球气候、农作物、疾病的扩散也受到了中东环
境变化的影响，而这些生态要素的流通并不受政治、宗教、民族等人文地理空间划定界限的控制。因
此，这意味着，中东环境史不应把帝国省份或民族国家的空间作为一个有界的、封闭的分析单位。环
境史的新视角带领学者超越静态的领土概念，考察特定自然要素的变化轨迹。

中东地区的生态网络与全球紧密相连。１７８３年冰岛拉基火山的爆发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随后
几年里埃及尼罗河水量急剧减少，干旱、饥荒造成农业歉收、牲畜大量死亡，使得乡村土地和劳力资源
日益被地方精英垄断，这不仅推动了奥斯曼埃及能源结构由畜力向人力转型，更是加速了埃及乡村权
贵摆脱帝国中央政府管控的进程。此前的历史学者专注于政治因素，将拿破仑入侵和穆罕默德·阿
里改革视为埃及历史的重要分期。然而，环境史的全球视角转而强调全球气候变迁对埃及历史转型
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对传统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分期形成冲击。另一方面，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深切关
注塑造人类历史的气候力量，通过思考气候变化如何渗入社会群体真实生活，实现与气候史的宏大叙
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而不是把气候变化抽象为空泛和遥远的全球现象，与个体生命毫无关联①。

四是强调中东环境史研究的非线性叙事。中东环境史明显受到了环境史学整体发展的推动与影
响，在方法论层面上吸收了后者成熟的批判性与解释性工具②，在范式层面迅速呈现出对衰败论范式
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与超越，走向多元立体的非线性叙事③。针对长期以来东方学家们指责中东本
土居民落后的生产性活动导致该地区环境退化的东方主义假设，从事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们试图通过
引用大量生态科学证据纠正帝国主义对该地区的环境想象④。殖民学者认为中东环境遭受了不可逆
转的退化，这种衰败论叙事将环境退化的原因归咎于游牧生产方式对土地的不合理开发，而欧洲殖民
者则为自己的到来塑造了一种进步叙事，即通过开明的殖民统治改进处于生态边缘下的殖民地环境。
也有部分学者受到气候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长周期的降雨与干旱导致了中东环境的脆弱性，而非人类
活动的破坏⑤。这种简单论证的环境退化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环境史作品，构建出中东地区长期的
环境衰退印象。与衰败论相对的现代化范式，其实质则是一种建立在帝国殖民基础上的进步论叙事，是
利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克服落后的土著知识、低级与高级文明之间的等级划分⑥。中东环境史研究超越
了评判衰败与进步的立场问题，殖民帝国在中东塑造的环境叙事旨在为自身活动提供合法性，中东原住
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本土知识与传统智慧则受到打压，转而强调中东环境自身的特性，
肯定了中东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中东环境史家通过运用气候学、环境考古学等实证研究证明中东地区环境的长期生态恢复力，认
为中东地区在至少三千年的时间里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东的动植物并不能被证明特别容易受
到森林砍伐或侵蚀作用的影响，反而表现出了持久的生态恢复力。环境史学者同时注意到，长期的环
境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东环境是长期稳定的，也不是没有重大生态危机的环境史，继而发展出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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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式：既非环境持续退化，也非长期稳定，而是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持久性的环境复苏①。这一认
识超越了简单的退化与进步二元叙事，不再是单向度或片面的历史观，能够关注到更长时段时间尺度
下，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变与不变。因此，中东环境史研究实现范式转换，重塑学界对中东环
境变迁模式的理解，为研究人类社会适应机制提供重要视角，反映出中东环境史学者反思生态危机的
多元路径。

四　结语：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环境史作为中东史的一个新兴领域，近年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起，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维也纳大学、希伯来大学等高校开始开设中东环境史的研
究或教学方向，相关学术会议也被推上议程、议题不断深入②。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德国汉堡大学举办了题
为“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的环境史”国际会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致力于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环境
史的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正式成立土耳其环境史研究网络（ＮＥＨＴ），为世界各地的奥斯曼帝国与土耳
其环境史研究者提供合作交流的平台，之后每两年定期召开一次研讨会，此后第二届与第三届大会在

２０１９年与２０２１年分别于安卡拉与维也纳成功召开③。这一切均推动着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总
体来看，中东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单一，研究议题多元但
不够平衡，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奥斯曼帝国环境史领域，对殖民时期及２０世纪下半叶中东民族国家时
期的环境史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其次，研究区域上更多关注农村、河流等生态系统，较少关注中东的
城市、海洋地区。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中东环境史研究仍有大量空白与
薄弱领域，至少有以下几个方向值得未来继续深入研究。

第一，在中东城市史研究基础上，发掘中东城市建设与治理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加强中东城市环
境史研究。作为环境史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城市环境史是环境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城市史、技术
史、建筑史等分支深度结合的产物，主要探讨城市与自然的互动。城市环境史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
大进展，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欧的环境史研究中，主题包含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绿地管理、卫生、空气、
水、土地污染、废弃物处理等。美国知名环境史家马丁·麦乐西把环境史定义为“关于物质环境在人
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指出“城市在这样的定义中拥有一席之地，更准确地反映了该领域的本
质”④。中东城市是人类城市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所创立的伊斯兰城市文明在世界城市发展史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东史中的城市大多是从建筑史、社会史和跨国史（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等
角度来考察的⑤，而城市与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深度探讨。

第二，从中东本土军事活动的特点出发，分析军事与环境的双向塑造关系，加强中东军事环境史
研究。随着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战争等军事活动逐渐被纳入环境史研究的视野内，军事环境史成
为环境史新近涌现出的一个重要分支。军事活动往往代表着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剧烈互动，常在
短期内重塑地表生态。水资源匮乏，以及山地、沙漠、河流遍布的中东环境特征，深度影响到中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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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怀特：《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异变》，第８～９页。

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开设有“近东环境史”（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和“石油与水：中东北
非环境与技术”（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等课程。

奥努尔·伊纳尔：“奥斯曼与土耳其环境史：概述”（Ｏｎｕｒ　Ｉｎａｌ，“Ｏｔｔ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环境与历史》（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２４卷第２期（２０１８年），第２９９页；土耳其环境史研究网络：“奥斯
曼与后奥斯曼时期的环境史———人类世：从帝国到民族国家”（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ｔｔｏ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Ｆｒｏｍ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ｈｔ－
ｔｐ：／／ｗｗｗ．ｅｎｖｈｉｓｔｔｕｒｋｅｙ．ｃｏｍ／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２０２１－ｖｉｅｎｎａ／，２０２０—０９—１５／２０２２—０３—２８。

马丁·麦乐西：“城市在环境史中的角色”（Ｍａｒｔｉｎ　Ｖ．Ｍｅｌｏｓｉ，“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环境史评
论》（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第１７卷第１期（１９９３年），第５页。
尼姆罗德·露兹：《中东马穆鲁克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景观》（Ｎｉｍｒｏｄ　Ｌｕｚ，Ｔｈｅ　Ｍａｍｌｕｋ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Ｈｉｓｔｏ－
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泽内普·切利克：《伊斯坦布尔的重建：１９世纪奥
斯曼城市肖像》（ＺｅｙｎｅｐÇｅｌｉｋ，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ａ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的军事策略与战争方式。中东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军事往往给区域环境造成持久灾难，反
过来改变军事活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两伊战争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更是给这一地区带
来了严重的“环境后遗症”①。未来战争会越来越呈现出高科技化与信息化的特点，对人与自然的危
害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进一步加强中东军事环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关怀。

第三，应进一步将中东纳入伊斯兰世界的整体之中，探讨环境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其中，伊斯
兰文明的环境思想史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中东不同地区和时代的各种伊斯兰文本对环境都有
怎样的认知？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等伊斯兰社会不同的群体是如何在相同的自然
空间与环境中思考与实践其环境思想的，他们与环境的互动存在怎样的差异？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将
进一步丰富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主题。

第四，加强中东社会与环境互动研究，推动中东环境史的“文化转向”。种族、性别、阶级等分析工
具尚未在中东环境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物质层面分析，片面强调生态环境变
迁，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未能达到“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因此，如何更进一步促进中东环境史与社会
文化史的融合，补足目前的薄弱研究领域，将是中东环境史下一阶段的任务。

除此之外，中东地区的难民环境史、沙漠史及部落环境史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议题。从１９４８年
第一次中东战争至２０１０年爆发的阿拉伯剧变，中东地区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大多都生活在
以色列、土耳其、伊朗等异国他乡，难民与环境的互动将是理解中东难民问题的新视角；沙漠作为中东
最大的地理区域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形成史及其与中东各民族的互动历史值得深入挖
掘②；部落是理解中东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与环境的互动，尤其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和现代城市
社会的互动需要深入研究。

近年来，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塞缪尔·多尔比（Ｓａｍｕｅｌ　Ｄｏｌｂｅｅ）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学者，特别关注奥斯曼帝国晚期沙漠、蝗灾与难民、游牧民族之间生态联系带来的族群关系裂变，为奥
斯曼帝国向民族国家体系过渡提供另一种历史叙事。通过追踪蝗虫迁徙与治理路径，塞缪尔·多尔
比分析蝗灾对地理景观的破坏如何改变阿拉伯和库尔德游牧民族、亚美尼亚流放者、亚述难民的命
运，蝗虫与这些流动群体最终共同塑造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地带杰济拉（Ｊａｚｉｒａ）地区的行
政与自然边界③。其中，塞缪尔·多尔比重点考察１９０８—１９１８年间亚美尼亚流放者与杰济拉地区蝗
灾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亚美尼亚大屠杀置于该区域长期管控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探讨。杰济拉地区地
处干旱地带，最初于１８７１年为安置游牧民族而设，后来却成为帝国大量亚美尼亚人的被驱逐地。从

１９１５年奥斯曼驱逐亚美尼亚人开始，帝国常利用沙漠发动种族暴力，亚美尼亚人也会利用沙漠生存，
揭示出暴力事件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漠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
主要目标，人道组织致力于将亚美尼亚儿童从沙漠中带走，并通过建立亚美尼亚农业区来改造沙漠本
身。然而，一些亚美尼亚人仍然留在杰济拉，自称为亚美尼亚穆斯林，以纪念他们的“沙漠传统”。

特别可喜的是，环境史在我国的中东史研究视野中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在彭树智的文明交
往论中，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被正式提出：“只讲物质、精神、制度文明，而
不讲生态文明，也就疏忽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交往关系；其结果便忽视了生态文
明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制约作用。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起源、依靠、发展、归结于自然。”⑤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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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珺：《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为例》，《史学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１４页；威廉·阿金、达
米安·杜兰特、玛丽安妮·切尼：《现代战争与环境：海湾战争案例研究》（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ｒｋｉｎ，Ｄａｍｉａｎ　Ｄｕｒｒａｎｔ，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Ｃｈｅｒｎｉ，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Ｗａｒ），华盛顿：绿色和平１９９１年版。
马丁·威廉姆斯：《当沙漠是绿色的：我们最大的沙漠是如何形成的》（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　Ｗａ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ｗ
Ｏｕｒ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Ｂｅ），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
塞缪尔·多尔比：《权力蝗虫：现代中东的边界、帝国与环境》（Ｓａｍｕｅｌ　Ｄｏｌｂｅｅ，Ｌｏｃｕｓｔ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Ｂｏｒｄｅｒｓ，Ｅｍｐｉｒｅ，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
塞缪尔·多尔比：《帝国末日的沙漠：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环境史》（Ｓａｍｕｅｌ　Ｄｏｌｂｅｅ，“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Ａｎ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过去与现在》（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第２４７卷第１期（２０２０年），第１９７～２３３页。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８页。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多维互动中积极、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①，世界历史就是“人与自
然互动的社会文明交往史”②。因此，历史研究者应当“把人类的历史活动放在大自然界这个大环境
中去认识”，“忽视环境的作用，将使历史研究受到很大局限，而只能看到浮在表层或中层的现象”③。
对于中东地区的生态文明探讨，彭树智认为，中东是人类文明和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当地的环
境生态无疑在历史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东同时也是一个环境脆弱的地区，因而生态文明是
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接着，彭树智针对具体个案，从古代的生态环境到今天的生态问题，全方
位地探讨了中东的生态文明问题，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的提出有力
地推动着环境史进入我国中东史的研究视野内。

当前，国内中东研究界已有少量对环境史研究的尝试。赵克仁论述了沙漠生态系统与尼罗河绿
洲生态系统对古埃及农业灌溉、动植物生态循环的影响④。然而，与环境史研究较为发达的国家相
比，我国的中东环境史研究明显不足。对于中国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开展，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国内外环
境史研究的先进思想与方法，补充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的跨学科知识储备，关注中东的生态问题，加强
研究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既要鼓励中东史研究学者与环境史研究学者合作开展研究，也要加强与
国外中东环境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７—２０
作者张玉友，法学博士，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应添翼，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
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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